
第 78 卷第 4 期 2025 年 7 月
Vol. 78 No. 4 July 2025 130 ~ 144

数字化转型兼顾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实证研究

张彩云 陈 阳

摘 要  数字化转型在方便人类工作的同时，也为就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

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数字化时代国家和个人面临的重大考验。目前来看，数字化转型可

以兼顾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即在扩大就业规模的基础上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真正推动高

质量就业。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扩大就业规模，通过劳动力替代效

应优化并稳定就业结构。从时间维度出发，短期内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劳动力替代效应发

挥作用，长期内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发挥其兼顾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作用。抓住数字化

转型机遇，充分发挥其在兼顾就业规模扩大和就业结构优化方面的长处，可为促进高质量就

业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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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化工具的大规模应用，带来了新生产、新技术和新业态等新

的经济模式，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若企业能够抓住数字化转型带来

的机遇，应对好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可在实现就业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优化就业结构，真正起到提升

就业质量的作用，这也将成为充分运用新科技改善民生的正面案例。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器替代人”的恐慌也在劳动力市场加速蔓延，部分

低技能劳动力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这些劳动力未来何去何从也成为国家层面的难题。对量化研究而言，

该问题集中表现为数字化转型推进的过程中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基于此，本文将从企业

层面切入，就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展开深入探讨。

一、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关文献分为两类，即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和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

构的影响。相比于数字化转型能否扩大就业规模这一普遍性问题，近期的学界更关注数字化转型与劳

动力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即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明晰这种关系及其内在机理，数字化转

型如何影响就业规模的答案将更为清晰。数字化转型与各种经济形态的交互融合催生出一系列新的就

业形态，从而增加了诸多与数字化相关的就业岗位。此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是互补关系，

即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会扩大就业规模。事实上，这种互补关系是数字化转型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的结果，放置劳动力市场之中，该结果的内涵在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劳动力技能的升级以及劳动力流

动性的提高，从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赋能［1］（P118-136）。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使劳动力有了更直接的

学习路径、更高效的学习方式以及更低的学习成本，这打破了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有助于劳动力技

能升级，继而赋能劳动力市场［2］（P65-76）。与此同时，大数据信息平台的不断完善也为劳动力提供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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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就业信息，信息流动性的提高改变了以往线下求职的方式，拓展了就业渠道，有助于劳动力更加精确

地选择适合自身的岗位，从而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对扩大就业规模产生积极影响［3］（P91-108）。实证

研究也表明，数字化转型的创造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4］（P50-70），起到了扩大就业规模的作用。

与上述结论相反，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的替代效应大于创造效应，出现了随着数字化转型进程

的推进就业规模下降的现象，即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呈现替代关系。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

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工智能会弥补技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效率低下的部分，这将促使劳

动力市场逐渐产生“位移效应”［5］（P2188-2244），即将工人从以前的劳动岗位移出，最终导致部分岗位消

失，从而引发劳动力市场关于“机器替代人”的恐慌，引发“技术性失业”问题［6］（P753-768）。另一方面，数

字化转型通过对传统产业赋能可以取代那些低复杂性、重复的工作，促使员工从事更高等级的工作，延

长了物化劳动的时间，缩短了活劳动的时间，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7］（P104-

119）［8］（P69-85）。闫雪凌等通过量化研究表明［9］（P74-87），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保有量每

上升1%，就业岗位就会减少约4.6%，这种现象更多出现在低学历员工占比较高、劳动力保护较弱及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地区［10］（P80-98）。整体而言，由于只有少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可以享

受到数字化改革带来的红利，而大多数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依然较大，会出现上述“机器替代人”的

现象［11］（P556-575）［12］（P79-92）。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结果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存在阶段性特征。一种

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会刺激劳动力市场，使与其相关的职位不断增多，从而拉动就业；但随

着数字化进一步发展，劳动力需求逐渐变得饱和从而导致就业岗位减少［13］（P293-340）。还有相反的观

点认为，在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企业会较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

率提高会直接导致企业降低劳动力需求，从而引致劳动力替代效应，造成劳动力的大规模失业；而到了

数字化转型的成熟阶段，技术进步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应用，促使原有企业转型升级并催生出新的产业

模式，从而引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扩大就业规模［14］（P88-106）。由此可见，关于数字化转型与就业

规模的关系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主要取决于数字化转型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就业规模的大小。

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催生了新的就业岗位，淘汰了

旧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对应的劳动力供给能否迅速调整到位与劳动者的技能、性别、职业等显著相

关［15］（P1279-1333）［16］（P315-345），这从劳动力供求角度给出了数字化转型与就业结构间关系不确定的

原因。具体而言，孙早和侯玉琳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将促使先进设备替代中等学历的劳动力，并增

加对高、低等学历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导致就业结构呈现两极化特征［17］（P61-79）。戚聿东等的研究则认

为，数字化转型会通过进一步细化分工而产生更多的知识技能密集型任务，因而替代了一些从事传统产

业的低技能劳动力，但长期来看，这种负效应会被数字化转型创造的正效应抵消，即大多数被技术替代

的劳动会转向新的岗位，这有助于就业结构优化［18］（17-35）。陈贵富等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中等技

能劳动者的创造效应来实现就业结构优化［1］（P118-136）。此外，由于数字化转型在创造新的劳动力需求

的同时有助于打破要素在区域间的壁垒，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因

此，促进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转移，有助于激发劳动力向高端领域转移，从而优化就业结

构［19］（P159-175）。

以上文献为验证本文的研究主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典型事实，也依然存在可进一步延伸的地方，这

也成为本文的边际贡献：第一，关于研究视角。本文在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规模的基础上，进一

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不仅将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细化，更重要的是，本文落脚点

在于探讨如何以扩大就业规模为基础实现就业结构优化，而非仅仅讨论其中的一项，从而对从企业着

手，发挥出科技进步提高就业质量从而改善民生的作用有重要启发。第二，关于影响机制。本文提出数

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扩大就业规模，通过劳动力替代效应优化稳定就业结构，这对以往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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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研究而言是一种突破。其原因在于，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仅从结果层面分析数

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之继续往前延伸，从生产过程出发凝练出两效应，以此拓展数字

化转型影响就业的机制。第三，除了研究视角和影响机制外，本文还在指标构建上有一定贡献。具体而

言，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利润构造了新的数字化转型生产率溢出指标，与以往基于进出口贸易

构建的适用于进出口企业的溢出指标相比，本文构造的数字化转型生产率溢出指标适用于全部企业，应

用范围更广，可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尤其是数字化转型生产率溢出的研究提供量化依据及实证参考。第

四，本文从短期和长期分别讨论了不同时期四类效应的主导性，不仅使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讨论

具有动态特征，而且减少了人们对数字化转型替代性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对企业、劳动者、政策制定者

而言，能够启发这三类主体根据数字化转型对就业影响的阶段性选择合理的途径或政策来应对数字化

转型的不利冲击。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总结以往研究及典型事实后，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劳动力替代效应对就业

规模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稳定了就业结构。

（一） 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从要素投入角度出发，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可划分为生产率效应和劳动力替代效应。

从作用层次看，劳动力替代效应主要作用于企业层面，而生产率效应除了作用于企业层面，还对行业产

生影响。随着数字化转型对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不断赋能，加之数字化转型依赖于互联网等云数据

平台，企业间可以更加便捷地共享数字技术，减少生产过程中的低效率环节，提高企业生产率，产生生产

率效应。从生产函数来看，企业投入同样的生产要素将得到更多的产出，企业会扩大就业规模。从另一

个角度看，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同样的产出将耗费较少的生产要素，企业生产成本会降低，在竞争

性市场上，生产成本降低会直接导致产品价格降低，消费者会进一步增加对产品的有效需求，因而生产

规模将扩大，就业规模也将扩大。此外，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还存在行业层面的溢出［20］（P13-16）。

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使产业链下游制造商的生产率提高，导致其对上游制造商中间品的需求越来越

大，由此产生的后向生产率溢出也越来越大，这种溢出有助于扩大上游行业的就业规模。不仅如此，数

字化转型还会通过前向生产率溢出使上游行业为下游行业提供更多中间品，扩大下游行业的就业规模。

那些较早开始数字化转型的新兴产业，由于有更加智能化、高效率的生产方案，会对传统产业产生生产

率溢出，这有助于促进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转变。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溢出还会催生出一系

列新的业态与模式，在劳动力市场中创造更多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就业岗位，如数据分析师、人工智能

工程师等，从而扩大就业规模［5］（P2188-224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1：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扩大了就业规模。

由于数字技术遵循学习规则而不依赖于某个程序，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来提升能力，从而弥补

企业生产过程中效率低下的部分，具有更高精度、更低错误率等特点，在以后生产中的应用比例会越来

越高。当数字技术相对普通劳动力更具比较优势时，会出现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替代效应，即数字技术

取代部分劳动力［21］（P240-242）。然而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替代程度也存在差异，数字化转

型的劳动力替代效应主要作用于那些高重复、低难度的低技能劳动力，从而造成这部分劳动力的失业以

及就业规模的缩小［22］（P156-169）［23］（P172-188）。随着数字化转型日臻成熟，其在生产领域覆盖的范围

会越来越大，使用成本越来越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就会越来越明显。若大部分劳动力的技能

难以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相匹配，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将面临失业问题。与之相反，由于数字化转型过

程中新技术的研发与适配会创造出更多的新型劳动岗位，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来应用数字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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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高技能劳动力形成的互补关系也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造成高技能劳动力就业

规模的扩大，逐渐出现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就业结构也会越来越偏向高技能。因此，

劳动力替代效应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果高技能劳动力增加的规模大于低技能劳动力减少

的规模，劳动力替代效应将会扩大就业规模；相反，若低技能劳动力减少更多，则会缩小就业规模。

此外，数字化转型的替代效应还存在另一种逻辑。随着大数据信息平台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能够更

加直接且迅速地选择符合自身条件和需求的工作岗位，这有助于打破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信息壁垒，提

高就业匹配度，从而使劳动力的供给能迅速满足企业劳动力需求，这是劳动力在不同数字化转型水平的

地区和企业间选择的过程。实际上，这一结果因不同地区和企业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差异性需求而起。

具体而言，对大多数低技能劳动力来说，其可以在数字化转型发达的地区从事人工服务型职业，若被数

字化转型替代，也可以去往数字化转型不太发达的地区就业，而不是处于失业状态。这种迁移不仅不会

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率，还使其在工作中通过学习、培训等实现由低技能水平向中高技能水平转

变［21］（P240-242），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地区的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进而缓冲劳动力

替代效应带来的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缩小的影响，甚至能够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部分新的就业岗

位，实现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增加，最终起到稳定就业结构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低技能劳动力而

言，替代效应并非一味地产生降低其就业规模的负向影响，还存在着丰富其就业选择的正向影响，这在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就业规模，从而平衡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问题，成为就业结构不稳定的一个缓冲

带，可以稳定就业结构。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优化是基于其对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影响而产生的，

劳动力替代效应作用于高、低技能劳动力规模的调整而导致就业产生结构性变化。据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H2：数字化转型通过劳动力替代效应影响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规模，从而优化了就业结构。

（二） 数字化转型的时间趋势影响

综上所述，数字化转型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生产率效应对劳动力替代效应的抵消程度决定了数字

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总体影响。由于当前学界采用的数据来源以及时间跨度存在差异，对

究竟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仍存在争议。如果劳动力替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对劳动力就业将产

生长期的负向影响，最终导致失业率的上升［7］（P104-119）［14］（P88-106）。如果生产率效应占据主导，那么

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是长效且正向的［24］（P120-136）。本文基于已有研究进一步分析认为，在数字

化转型发展的初期，企业还不能快速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生产模式变化，员工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学习

和实践才能将数字技术合理应用到生产过程中，此时，劳动力替代效应会占据主导地位，就业规模将会

缩减，就业结构会偏向于高技能劳动力［14］（P88-106）。长远来看，企业会不断适应且更新数字技术，这不

仅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还会衍生出更多与数字化转型互补的适合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岗位，

即人工服务型工作岗位，劳动者也会通过自身学习、接受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对数字化的适应能力和掌

握能力，此时，生产率效应会起到更显著的作用，对就业规模的扩大效果更强，就业结构也会稳定。基于

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H3：短期内，劳动力替代效应占主导，数字化转型降低了就业规模，优化了就业结构。

假设H4：长期内，生产率效应占主导，数字化转型不仅扩大了就业规模，还优化并稳定了就业结构。

三、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本文使用2008-2022年沪深

2875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前文提出的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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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it = β0 + β1Digitalit + β2Xit + δk + λt + ηP + εit （1）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标是 i企业 t年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Digitalit为核心解释变量，在本文中

为数字化转型；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δk为企业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ηP为省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

机误差项。

（二） 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就业规模（Size）和就业结构（Structure），参考邵文波、盛丹以及宋旭光、左马华

青的研究［24］（P120-136）［25］（P70-89），使用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衡量就业规模，使用企业中本科及以上学

历人员占比衡量就业结构。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igital），参考袁淳等的方法［26］（P137-155），在国家发布的与数

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中整理出数字化转型的相关词汇，提取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MD&A）”部分，利用Python软件对年报中MD&A的文本进行处理从而得到数字化转型词汇出现的频

次，最后用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词频除以MD&A语段的长度来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本文在模

型中设定的控制变量包括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省级层面，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Lev）、

股权集中度（TOP10）、固定资产净利润率（FOA）、公司年龄（Age）、资本密集度（Capital）、资产收益率

（ROA）、两职合一（Dual）以及企业创新（Innovation），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规模（Gov）、人均

GDP（PGDP）以及产业结构（IndStr）。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参考以往文献使用这一系列数据库的惯例，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了金融类、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样本；（2）删除了出现ST、*ST、PT的企业样本；（3）删除了资产负债率大于1

的企业样本；（4）删除了上市时间小于3年的企业样本；（5）剔除了核心变量缺失值严重的样本；（6）为了

缓解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7）针对缺失不严重的样本，采用移动加权平均的

方式进行补齐。

四、数字化转型与就业的典型事实分析

基于数字化转型、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数据，本文先进行典型事实分析，承接前文的理论基础，并

为后文的实证打下基础。

图1-3分别为数字化转型、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时间趋势。可以看出，自2008年开始，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水平一直在上升，从初始的0.2上升至2022年的1.2，增幅较大。该趋势也是应数字经济迅速崛

起而生。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逐渐成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2017年《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由图1

的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出，2017年之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微观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

采用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企业仅为2%，2017年已经达到了13%，2022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

量和保有量分别为28万套和149.1万套，占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的50%以上，成为迄今为止全球

数字技术应用最大的市场①。数字化转型会越来越注重规模化和流动化的发展，因此，国内的数字技术

将应用于更复杂的工作环境，为企业生产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有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业规模一直在上升，但其波动较大，就业规模

① 数据来源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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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2014年实现了快速增长，2014年之后出现了小幅下降，2018年又开始回升，2020年企业就业规

模出现一次较大幅度的下降后，随后继续上升。这是因为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达到顶峰，之后

便逐渐降低，出现了人口红利的弱化；而2020年的下降则是因为新冠疫情这一外来冲击，部分行业受到

较强冲击，出现一部分员工失业的现象，从而降低了就业规模。但随着疫情的结束和经济的复苏，就业

规模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与就业规模变化趋势不同的是，就业结构一直在优化，即企业本科以上学历人数占比一直在上升，

这一趋势也与中国人口的学历结构相一致。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也可以发

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对学历认知的提升，高校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呈现出逐年稳定增加的趋

势，其中2008年是559万人，2023年已经达到1158万人①。因此，本科毕业人数逐年的稳定增加充分解

释了企业就业结构优化的根本原因。

总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与企业就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逐年上升，前者尤其突

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与就业规模基本一致，虽然后者偶有下降，但其大趋势是波动中上升。

那么，数字化转型是否在扩大就业规模的同时可以优化就业结构？这一问题的答案仅仅通过统计描述

是不够严谨的，下文将通过计量回归来进行因果关系验证。

五、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和变量界定，本节将通过进行基准回归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验证前

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一） 基准回归

表1为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3）（5）列为数字化转型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第（2）（4）（6）列为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第（1）（2）列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

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表

明数字化转型的应用不仅显著扩大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还优化了就业结构。第（3）-（6）列依次在模型中

加入了时间、企业、省份固定效应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

结构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在扩大就业规模的基础上实现了就业结构优化，起到了

提高就业质量的作用。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就业具有十分全面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数字化

转型优化就业结构是在扩大就业规模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不是以替代低技能劳动力为代价，数字化转型

的发展真正带来了就业红利，从而起到了改善民生的作用。

（二） 内生性检验

直接利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进行回归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其中反向因果关

系和遗漏变量等问题都有可能使基准回归分析结果产生偏误。为了更好地识别数字化转型与就业间的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人口普查数据。

图1　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时间趋势                         图2　就业规模变化的时间趋势                          图3　就业结构变化的时间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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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本文通过构造工具变量的方式缓解内生性问题。参考赵宸宇等以及陶锋等选择的工具变

量［27］（P114-129）［28］（P118-136），第一，利用邮电数据构建工具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所在城市

的通信水平息息相关，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城市的通信业务旨在作为基础设施为居民提

供服务，而非促进就业，并不直接作用于劳动力就业，这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但由于可获的

邮电通信数据是截面的，不能直接作为工具变量加入模型之中，因此，本文选取与其相关的时间序列变

量构造交乘项，即使用滞后一期的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与1984年各地级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的交乘

项来作为工具变量。第二，引入外生政策构造工具变量。2012年12月，为了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2013年度试点申报工作的

通知》并公布了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而后于2013、2014年分别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也是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的重要机遇，因而满足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并不由单个企业决定，属于外生政策，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

件也可以满足。基于此，本文选取企业所在城市是否为智慧城市试点这一变量作为本文的第二个工具

变量。采用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后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阶

段的回归中，本文构造的两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选取的两个工

具变量均与数字化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数字化转型在扩大就业规模的基

础上优化了就业结构，真正起到了提高就业质量的作用，这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工具变量

检验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均大于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从而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

假设，这两项检验均证明了本文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

（三） 稳健性检验

在估计数字化转型对就业影响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从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

误。基于此，本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来缓解这一问题。

第一，引入其他重要变量。基准回归结果中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规模扩大和就业结构调整可能

是劳动力供给增加导致的，而非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因而需要控制劳动力供给这一重要变量。中国15-

64岁的劳动力适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逐步降低，即人口红利逐渐弱化。本文参考宋旭

光和左马华青的研究［25］（P70-89），建立人口红利虚拟变量，将2014年及以后的年份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

值为0。加入模型后的回归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人口红利虚拟变量的系数是正向显著的，数字

化转型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并没有影响到数字化转型发挥扩大就业规模的作

用，也没有改变数字化转型优化就业结构的作用，再次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第二，采用2020年之前的样本进行回归。由于新冠疫情给企业和劳动力市场都带来了突然的巨大

表1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

Digital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N

R2

（1）

Size

0.064***

（0.011）

否

否

否

否

29956

0.012

（2）

Structure

3.092***

（0.121）

否

否

否

否

29956

0.021

（3）

Size

0.083***

（0.008）

否

是

是

是

29956

0.151

（4）

Structure

0.596***

（0.094）

否

是

是

是

29956

0.175

（5）

Size

0.058***

（0.007）

是

是

是

是

29956

0.252

（6）

Structure

0.647***

（0.093）

是

是

是

是

29956

0.195

注：表中所有结果均利用Stata15.0软件计算所得；***、**、*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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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这种冲击会干扰到数字化转型与就业间的关系。考虑到这个问题，本文采用新冠疫情之前的样本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的第（3）（4）列所示。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其中数字化转型对

就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大于基准回归中的系数值，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扩大效果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总体上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积极影响并未发生改变。

第三，将主要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加入模型进行回归。由于数字技术从引进到投入生产需要经历

适配的过程，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会存在滞后性，本文将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进行回归，结果

如表3的第（5）（6）列所示，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该结论与前文完全一致，即数字

化转型提高了就业质量。

第四，替换解释变量①。本文参考吴非等的研究［29］（P130-144），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对人工智能

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化转型运用五个维度的76个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

进行统计，重新构造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替换变量；参考赵宸宇等的研究［27］（P114-129），对数字技术应

用、互联网商业模式、智能制造以及现代信息系统四个维度的99个数字化转型相关词频进行统计，构造

第二个数字化转型的替换变量；根据专利的主分类号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匹配，统

计上市公司的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专利数量，作为数字化转型的第三个替换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无论

替换成何种变量来表示数字化转型，其系数均显著为正，该结论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即数字

化转型促进就业结构优化是在扩大就业规模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全面而积极的。

第五，验证数字化转型是否带来负向影响，从而冲击到就业质量。其原因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

能导致增加的就业岗位与实际需求不够匹配、劳动力在企业工作中不够稳定以及收入水平较低等情况。

因此，本部分将进行进一步稳健检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反映员工收入的员工薪酬指标，并取对数后

进行回归，以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劳动力收入的实际影响。若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员工工资水平，在某

种程度上说明数字化转型改善了员工的收入。回归结果如表3的第（7）列所示，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劳动力收入水平。此外，本文借鉴毛其淋和王玥

清的研究［30］（P86-103），利用企业员工数量这一变量构造企业就业创造率并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

①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不在文中展示。

表2　IV-2SLS回归：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

Digital

Tel*Int

Smart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N

R2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1）

Digital

第一阶段回归

0.036***

（0.004）

是

是

是

是

29956

（2）

Size

第二阶段回归

0.437***

（0.123）

是

是

是

是

29956

0.424

11.038***

34.653

（3）

Structure

37.595***

（4.050）

是

是

是

是

29956

0.342

11.038***

34.653

（4）

Digital

第一阶段回归

-0.043***

（0.005）

是

是

是

是

29956

（5）

Size

第二阶段回归

0.342**

（0.162）

是

是

是

是

29956

0.425

12.110***

28.292

（6）

Structure

18.182***

（3.822）

是

是

是

是

29956

0.042

12.110***

2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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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就业结果如表3的第（8）列所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加了就

业创造率，为社会创造了更多有实际价值的工作岗位，促进了高质量就业水平。

六、机制检验及时间趋势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内在机制，本文通过生产率效应以及劳动力

替代效应进行分析，并研究数字化转型的时间趋势。

（一） 机制检验

1. 生产率效应

数字化转型可以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有助于节约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

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增加劳动力需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对生产率效应

具有更直接且全面的解释效果。基于此，本文选取LP法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生产率效应的代

理变量，构建如下模型来验证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对就业规模产生的影响，其中，TFP为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其余变量与上文公式中的含义相同。

 TFPit = α0 + α1Digitalit + α2Xit + δk + λt + ηp + εit （2）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生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是多方面的，既有行业内部的水平技术溢出，又有上下游

行业间的垂直技术溢出。基于此，本文参考杨红丽和陈钊的研究［31］（P123-144），根据Aitken and Harrison

的方法［32］（P605-618），并在原有模型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改进后，构造了本文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技术溢出

指标和垂直技术溢出指标。首先构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技术溢出指标Hjt：

Hjt =  (∑i ∈ jDSit∙Yit )/ (∑i ∈ jYit ) （3）
其中，t表示年份，i表示企业，j表示企业所处行业，DSit表示 t年 j行业中第 i个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占比重，

采用数字无形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Yit是 t年 j行业中第 i个企业的年利润总额。

参考 Javorcik的方法［33］（P605-627），构建数字化转型的垂直技术溢出指标Bpt：

Bpt = ∑k ≠ pαpk∙Hkt （4）

表3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Digital

People

L.Digital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N

R2

（1）

Size

0.058***

（0.007）

0.392***

（0.088）

是

是

是

是

29956

0.252

（2）

Structure

0.647***

（0.093）

8.001***

（1.092）

是

是

是

是

29956

0.195

（3）

Size

0.116***

（0.011）

是

是

是

是

21345

0.254

（4）

Structure

0.611***

（0.133）

是

是

是

是

21345

0.145

（5）

Size

0.054***

（0.008）

是

是

是

是

26997

0.233

（6）

Structure

0.677***

（0.106）

是

是

是

是

26997

0.195

（7）

Wage

0.095***

（0.012）

是

是

是

是

29956

0.425

（8）

JC

0.007*

（0.004）

是

是

是

是

26869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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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和 k属于不同的行业，在本文中，p为上游行业，k为下游行业，系数ɑpk来源于投入产出表，用上游

行业p向下游行业k提供的中间品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来表示，本文使用《中国2020年投入产出表》来测

算。Hkt是下游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2. 劳动力替代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主要针对的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即相对缩小低技能劳动力

的就业规模以及由此引发的就业结构变化。基于此，本文参考肖土盛等的研究［34］（P220-237），将企业内

部技术研发、管理、营销和财务等员工认定为高技能劳动力，将一般性生产人员、行政辅助性职员以及后

勤人员等难以归类的其他员工认定为低技能劳动力。选取企业低技能劳动力人数研究劳动力替代效应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采用企业低技能劳动力人数与高技能劳动力人数的比值来构造就业结构方面的代

理变量，构建模型如公式（5）所示。其中，Yit表示企业低技能劳动力人数（LLit）、低技能劳动力人数与高技

能劳动力人数的比值（LLit/HLit），其余变量与上文公式中的含义相同。

 Yit = μ0 + μ1Digitalit + μ2Xit + δk + λt + ηp + εit （5）
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替代效应还体现在低技能劳动力通过在不同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

进行流动来满足不同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因此，本文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构造调节变量，即数字基础

设施中位数以上地区的企业设定为1，以下的设定为0，其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作为调节变量，在

此基础上检验低技能劳动力在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如何满足企业劳动力需求。构建的模型

如公式（6）所示，其中，DIit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虚拟变量，DDit为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乘

项，DDit的回归系数可以验证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替代效应，γk为企业固定效应，其余变量与上文公式中

的含义相同。

 LLit = θ0 + θ1Digitalit + θ2DDit + θ3DIit + θ4Xit + γk + λt + ηp + εit （6）
3. 回归结果

表4的第（1）-（3）列为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由第（1）列的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即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扩大了就业

规模，假设H1中的生产率效应是成立的。第（2）列为水平技术溢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生产率效应产

生的水平技术溢出效果显著，这种水平技术溢出扩大了就业规模，第（3）列为垂直技术溢出的回归结果，

同样，生产率效应产生的垂直技术溢出也扩大了就业规模，该回归结果意味着，两种技术溢出都对就业

起到了拉动作用，即扩大了就业规模，再一次验证了假设H1的正确性。

表4的第（4）（5）列为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劳动力替代效应通过作用于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进

而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4）列为数字化转型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的回归结

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数字化转型的应用替代了部分低技能劳动力，从而

缩小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规模，假设H2是成立的。第（5）列为劳动力替代效应在就业结构方面的表

现，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发展，高技能劳动力的就

业规模相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规模有所扩大，对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总之，劳动力替

代效应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缩小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规模，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规

模，优化了就业结构。

为验证劳动力替代效应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非完全以替代低技能劳动力为代价，第（6）列以企业低

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为被解释变量加以回归，结果发现，调节变量DD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在数字化转型

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企业，其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人数也较多，这一回归结果说明，数字化转型的发

展拉动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优化并稳定了就业结构，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假设H2的成立。

（二） 时间趋势分析

为了验证数字化转型在短期和长期内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将数字化转型与时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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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交乘项加入公式（1）从而构建时间趋势的回归模型，构造模型如公式（7）所示。表5为时间趋势的回

归结果，从第（1）列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在早期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

明，在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初期，劳动力替代效应负向机制占据主导地位，企业就业规模面临缩小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正向影响不断增加，即生产率效应逐渐占主导地位，从而扩

大了就业规模。从第（2）列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结构的时间趋势中也得出相同结论，即数字化转型的初

期，交乘项的回归系数较大，说明数字化转型对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升作用较大，这也意味着劳动力

替代效应使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就业结构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系数逐渐

变小且愈加稳定，这说明劳动力替代效应的正向机制逐渐占据主导，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就业结构稳定。

第（1）（2）列显示的结果与假设H3和假设H4的内容是一致的。

第（3）列为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的时间趋势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前两期系数不显著之外，

其余的系数均正向显著且较为稳定，这表明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是循序渐进且

持续有效的，即短期内生产率效应较小，而从长期来看，该效应逐渐变大。第（4）列为数字化转型水平技

术溢出的时间趋势检验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由前几年的负向显著逐渐变为正向显著，其原因是，

行业内的企业间存在竞争关系，部分企业要想在竞争中享受到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溢出，必须付出较高的

成本来学习并超越行业内其他企业的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其应用的开支大、难度高，是

相对稀缺的资源，此时，数字化转型会挤占生产成本，劳动力需求也将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逐渐

熟练运用数字技术，不仅致使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大大下降，还会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因而与之

相匹配的劳动力需求也将增加，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产生正向影响。第（5）列数字化转型垂直技术溢

出的时间趋势检验结果显示，其变化趋势与水平技术溢出的规律相同，均是由负向显著转变为正向显

著。一般来说，行业间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主要以上下游中间品往来的形式展开，在数字化转型的初期

中间品较为稀缺，因此，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中间品往往要承担更高的成本，从而降低劳动力需求。随

着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中间品的价格逐渐下降，企业则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随之

上升。结合水平技术溢出和垂直技术溢出的时间趋势检验结果可见，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产生的水

平技术溢出和垂直技术溢出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方向是不一致的，但两者综合表现为正向影响，即生产

率效应的技术溢出扩大了就业规模。第（6）列为数字化转型对低技能劳动力负向影响的时间趋势检验

结果，交乘项的系数全部显著为负，但其绝对值在逐渐减小，这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初期阶段对低技能劳

动力的替代效应是最强的，随着低技能劳动力的不断学习以及技能水平的提升，这种劳动力替代效应在

表4　机制检验：生产率效应和劳动力替代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Digital

DI

DD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N

R2

（1）

TFP

0.074***

（0.006）

是

是

是

是

29956

0.530

（2）

H

0.017***

（0.003）

是

是

是

是

29956

0.242

（3）

B

0.009***

（0.001）

是

是

是

是

29956

0.493

（4）

LL

-1.995***

（0.171）

是

是

是

是

29941

0.058

（5）

LL/HL

-0.012***

（0.002）

是

是

是

是

29890

0.072

（6）

LL

-5.809***

（0.310）

-1.995***

（0.384）

1.579***

（0.346）

是

是

是

是

29941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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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减弱。第（3）-（6）列的结果意味着，数字化转型之所以对就业规模产生的正向影响越来越大，主要

源于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在逐渐增强，其劳动力替代效应在减弱。

从就业结构来看，第（7）列交互项系数绝对值逐渐变小的结果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高技能劳

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弱，结合第（6）（7）列的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

转型之所以为就业结构带来的优化作用逐渐稳定，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替代效

应不断减弱，进而就业结构在优化的过程中也趋于稳定。

总之，表5的结果与假设H3和假设H4所展示的内容相一致，即短期内，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替代效

应的负向机制占主导，其降低了就业规模但优化了就业结构，长期来看，生产率效应占主导，数字化转型

不仅扩大了就业规模，还优化并稳定了就业结构，真正起到了提高就业质量的作用。

Yit = β0 + β1Digitalit*DTit + β2Xit + δk + λt + ηP + εit （7）
表5　时间趋势分析：短期和长期

Digital*2008

Digital*2009

Digital*2010

Digital*2011

Digital*2012

Digital*2013

Digital*2014

Digital*2015

Digital*2016

Digital*2017

Digital*2018

Digital*2019

Digital*2020

-0.287***

（0.105）

-0.246***

（0.085）

0.001

（0.074）

0.122*

（0.066）

0.027

（0.048）

0.050

（0.041）

0.108***

（0.035）

0.118***

（0.029）

0.127***

（0.027）

0.124***

（0.024）

0.078***

（0.024）

0.070***

（0.022）

0.074***

（0.019）

9.349***

（1.451）

8.624***

（1.158）

8.037***

（1.029）

7.294***

（0.950）

6.075***

（0.732）

4.843***

（0.628）

3.682***

（0.543）

2.396***

（0.466）

2.699***

（0.435）

2.531***

（0.386）

3.177***

（0.392）

2.777***

（0.354）

2.545***

（0.323）

0.110

（0.085）

0.086

（0.068）

0.213***

（0.061）

0.190***

（0.056）

0.066

（0.043）

0.122***

（0.037）

0.131***

（0.032）

0.099***

（0.027）

0.134***

（0.026）

0.133***

（0.023）

0.127***

（0.023）

0.118***

（0.021）

0.104***

（0.019）

-0.022

（0.022）

-0.029

（0.018）

-0.033**

（0.016）

-0.007

（0.015）

-0.019

（0.011）

0.010

（0.010）

-0.039***

（0.008）

-0.022***

（0.007）

0.030***

（0.007）

-0.004

（0.006）

-0.023***

（0.006）

0.017***

（0.005）

0.017***

（0.005）

-0.075***

（0.012）

-0.061***

（0.009）

-0.040***

（0.008）

-0.031***

（0.008）

-0.041***

（0.006）

-0.004

（0.005）

-0.036***

（0.004）

-0.007*

（0.004）

0.014***

（0.004）

0.016***

（0.003）

0.015***

（0.003）

0.033***

（0.003）

0.012***

（0.003）

-10.462***

（2.171）

-10.006***

（1.732）

-8.160***

（1.540）

-9.074***

（1.421）

-8.206***

（1.095）

-5.865***

（0.939）

-6.040***

（0.812）

-5.715***

（0.697）

-4.919***

（0.651）

-4.020***

（0.577）

-5.008***

（0.586）

-5.045***

（0.530）

-4.911***

（0.484）

-0.101***

（0.021）

-0.103***

（0.017）

-0.112***

（0.015）

-0.116***

（0.014）

-0.083***

（0.011）

-0.058***

（0.009）

-0.056***

（0.008）

-0.049***

（0.007）

-0.041***

（0.006）

-0.033***

（0.006）

-0.043***

（0.006）

-0.042***

（0.005）

-0.041***

（0.005）

变量
（1）

Size

（2）

Structure

（3）

TFP

（4）

H

（5）

B

（6）

LL

（7）

LL/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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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2021

Digital*2022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N

R2

0.059***

（0.014）

0.101***

（0.015）

是

是

是

是

29956

0.357

2.032***

（0.233）

2.332***

（0.243）

是

是

是

是

29956

0.399

0.062***

（0.014）

0.058***

（0.014）

是

是

是

是

29956

0.607

0.011***

（0.004）

0.035***

（0.004）

是

是

是

是

29956

0.538

0.005**

（0.002）

-0.004**

（0.002）

是

是

是

是

29956

0.750

-3.620***

（0.349）

-3.960***

（0.363）

是

是

是

是

29941

0.333

-0.030***

（0.003）

-0.033***

（0.004）

是

是

是

是

29890

0.271

续表

变量
（1）

Size

（2）

Structure

（3）

TFP

（4）

H

（5）

B

（6）

LL

（7）

LL/HL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08-202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规模基

础上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就业规模、优化并稳定

了就业结构，促进了高质量就业，该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该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

型优化就业结构是在扩大就业规模的基础上发生，而非以缩小就业规模为代价，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提

高就业质量从而改善民生的作用。第二，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扩大了就业规模，并通过劳动力替

代效应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影响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最终优化并稳定了就业结构。显

然，生产率效应和劳动力替代效应的组合使数字化转型在就业方面的积极影响得以高水平发挥。第三，

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间趋势，短期内数字化转型优化就业结构是以缩小就业规模为

代价的，长期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兼顾扩大就业规模和优化就业结构。因为短期内数字化转型的劳动

力替代效应的负向机制占据主导，长期内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替代效应的负向机制逐渐变弱，而生产率

效应逐渐变大并占据主导地位。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面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企业应发挥出其改善民生的作用。一

方面，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以发挥出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同时，加强企业

内部以及上下游企业间的知识技术溢出；此外，还要完善就业平台，提高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岗位匹

配效率。另一方面，不能过早判断数字化转型是否充分发挥出三大效应，因为数字技术与各个生产环节

的结合需要经历替换、适配以及投入使用等诸多步骤，企业不能因数字化转型前期投入高、见效慢就放

弃使用，应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判断数字化转型能否发挥出三大效应。

第二，员工要加强自身技能的学习，以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面对“技术性失业”的到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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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要加快实现技能水平的跃迁，要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便捷性，调动一切可利用

的时间来学习新技能，以提高自身附加值，避免被数字技术替代。高技能劳动力需要密切关注国际最前

沿的数字技术，积极开展探索研究，在熟练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争取能够发明多种类型的数字技术，

在不断提升自身技能的基础上，使多类数字技术与劳动力间形成互补关系，以帮助企业扩大就业规模。

同时，高技能劳动力还要在目前仍比较薄弱的领域加大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学习与交流，早日实现核心技

术的国产化。此外，高技能劳动力要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对能力欠缺的中低技能劳动力，在企业内部增

加对其培训，发挥好技能劳动力间的溢出效应。

第三，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保障体系。数字化转型必然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也会造成新的

失业，因此，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要完善相关的就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失业保障机制，以应对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劳动力失业问题。对高技能劳动力尤其是能够发明数字技术的高技能劳动力，要确保人才不

外流，我们国内的就业政策就要有足够的吸引力，给予充裕的工作空间和薪资待遇。对已经失业的劳动

力，要制定更完善的再就业政策，提高失业保障金以弥补找工作期间的日常开销，并对企业招聘流程进

行规范化的监督，确保招聘的公平性和及时性。同时，还要完善人才培养计划。当前的高等教育模式还

存在着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专业性模糊、技术性不强等，教育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学

校的投入，重点培养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的人才，从而降低劳动力进入工作岗位后的学习成本，达到

毕业即投入工作的状态，促使其更高效地创造自身价值，提高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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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Balancing Employment Scale and Structure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hang Caiyu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 Yang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facilitates human work, but also brings unprecedented oppor‐

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employment. How to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respond to challenges is a major test 

faced by countrie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digital age. At pres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balance employ‐

ment scal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that is, it can optimize employment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expanding 

employment scale, and truly promot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Its working mechanism is that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mainly expands employment scale through productivity effects, and mainly optimizes and stabiliz‐

es employment structure through labor substitution effects. From a temporal perspective, in the short ter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orks through labor substitution effects, while in the long term, it functions in balanc‐

ing employment scale and structure through productivity effects.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ully leverage its strengths in balancing the expansion of employment scale and optimiza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loymen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productivity effect; Labor sub‐

stitu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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